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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以来都身居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活动之列。2003

年，全球货物出口额直逼 73，000 亿美元，全球商业服务出口额将近 18，000 亿美元；同时，

全球 FDI 流入额也接近 5，600 亿美元
1
。然而，在 1990 年到 2001 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

营业收入的扩张速度甚至要比全球货物出口和非要素服务出口的迅猛增长快得多
2
。服务业

FDI 前所未有的扩张是该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1990 年，服务业 FDI 流入累积额为 9，500

亿美元，而到了 2002 年，该数值已增加到 40，000 亿美元
3
。2001-2002 年，投资到服务业

的 FDI 占总 FDI 流入额的 2/3。

在这些显著的数字下面是同样显著的贸易和 FDI 流性质的变化。在服务贸易迅速扩张

的同时，中间投入品贸易也在快速增长
4
。而且投入品贸易的增长不仅呈现在公司内部，也

超越了公司的界限，即以公司内部贸易和“保持距离型”贸易的形式出现
5
。在美国，后者

的增长更为突出。为进行深加工以及完成最终组装，投入品在国界之间流动，这反映出国际

垂直专业化。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
6
。这些增长趋势与生产分工的日

益细化密不可分。而在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进程中，跨国公司扮演了中心角色。同时，技术

革新，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等，为这个进程做出了贡献。这些技术革新也

促进了外包在国界之内和跨越国界的增长
7
。

除了这些主要的趋势，新数据库的使用使得研究人员得以揭示先前未被观察到的贸易

和 FDI 流的模式。尤其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企业的特征与其参与国外投资贸易活动存在

着系统性关联。出口企业并不是一个行业内企业个数中的一个随机样本，也不是那些进行

FDI 的企业。出口企业仅占行业的一小部分。它们的规模更大，生产效率比那些仅服务于国

1
FDI 流量在 2000 年达到顶峰，为 1，4000 亿美元，但从 2000 年到 2003 年有所下降；参见 UNCTAD(2004)。

根据 UNCTAD(2002),2001 年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占世界 GDP 的 11%，世界贸易的 35%。上个世纪 90年代，

商品出口折算成实际价格水平后，以每年 6.4%的速度增长；而商品生产则仅以每年 2.5%的速度增长。
2
根据 UNCTAD(2002),大约为每年 7%。

3
参见 UNCTAD(2004)。

4
参见 Yeats(2001)。

5
参见 Feenstra(1998)以及 Borga 和 Zeile(2004)。根据 Borga 和 Zeile(2004)，1996 年，美国母公司出

口到它们的国外分支机构的为进行深加工的出口额占美国总货物出口额的 8.5%，到 1999 年这一数字增长

到了 14.7%。1996 年，美国母公司出口到它们的国外分支机构的为进行深加工的出口额占美国母公司出口

到它们的国外分支机构的总出口额的 39.3%，到 1999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64.7%。这些份额在不同行业间

变化非常显著，在电子和其他电气设备以及运输设备行业，这些份额特别的大，而在石油制造以及食品类

行业，这些份额特别的小。
6
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例子可参见 Campa 和 Goldberg(1997)；法国的例子可参见

Strauss-Kahn(2003)；其他 OECD 国家的例子可参见 Hummels, Rappoport 和 Yi(1998)以及 Hummels, Ishii

和 Yi（2001）。
7
参见 Abraham 和 Taylor(1996)以及 Bartel, Lach 和 Sicherman(2005)关于美国外包趋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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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的企业更高；同时，它们之中更多地出口到较大的市场
8
。进行 FDI 的企业也只是行

业中的一小部分，相比出口公司而言，这些公司规模更大，生产效率也更高。但是行业内存

在大量的异质性企业，并且不同行业之间按照规模或生产效率排列的企业分布差别也非常显

著
9
。

企业的资源寻求战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跨国公司的一体化战略也一样
10
。

因此，传统的将 FDI 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的分类方式在实践中越来越失去意义。大型跨国公

司在低成本国家进行投资并且创造出口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服务的范围囊括了世界上

其他国家。如果把在此期间工业化国家之间流量巨大的 FDI 划分为水平型 FDI，那显然不能

令人满意
11
。

研究人员发展了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变化。虽然这些新理论在解释产业间贸易和 FDI

流上未能超越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产业内贸易上也未能超越不完全竞争理论，但是它们确

实给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聚焦点，即个体企业的组织结构选择。通过关注个体企业的特征，

新理论可以解答下列新问题：哪些企业服务于外国市场?他们是怎样服务的，即他们是选择

通过出口、还是选择通过 FDI 服务外国市场？他们是怎样组织生产的，是外包还是一体化？

在哪些情况下，它们选择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外包？还有，如果它们选择资源一体化,那

么，在何种情况下，它们选择通过 FDI 在国外进行一体化，而不是在国内进行一体化
12
？

本文中，我的探讨工作将体现在两节。 第二节考察了从异质性企业模型中所得到的

见解，这些模型的内生决策，如外包对一体化等，被搁置在一旁。这种简化被证明是非常有

用的，因为所得到的结论性的预测对解释为什么把企业分为专门面向国内生产商、出口商，

和国外投资商以及解释一体化战略的复杂结构时大有帮助。当然，这些模型无法解释为何某

些企业选择外包，而另一些企业选择一体化。这个问题将在第三节得到解决。第三节考察了

不完全的内部化契约理论和离岸决策理论。从而我们得到完整的资源寻求模式的贸易理论
13
。

各种研究关注于内部化还是分离决策的不同权衡取舍, 没有一个模型能够把所有的

考虑因素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中一体化。但是，第三节所探讨的研究全部建立在一个共同假设

上，即某些投入品对其最终产品而言具有高度的特定性，并且它们的供给并不是完全可伸缩

的。在研究下列问题时，这个假设是足够的：（1）行业间的差异对遭遇代理问题的投入品密

集度的影响；（2）当不同性质的司法系统和部门的契约依赖程度差异相互作用时产生的李嘉

图类型的比较优势;（3）不同程度的契约不完全性的影响，该影响在不同国家可能是不相同

的;（4）中间投入品买卖双方的相匹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稠密市场”效应；

和(5)产业内异质性企业和不完全契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带来对内部化和离岸

的联合预测。特别指出的是，该假设预测以下四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即国内一体化、国

内外包、国外一体化、以及国外外包，将相对盛行。

8
参见 Eaton, Kortum 和 Kramarz(2004)。他们指出只有 17.4%的法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这些企业的出口占

制造业总产出的 21.6%。但是，这些数字隐藏了行业间的巨大差异。例如在食品和烟草行业，只有 5.5%的

企业出口，而在化学制品行业 55.4%的企业出口。
9
对美国企业的整体描绘可参见 Bernard, Jensen 和 Schott(2005)的。

10
参见 UNCAD(1998)。

11
参见 Ekholm, Forslid 和 Markusen(2004) 以及 Feinberg 和 Keane(2003)。更详尽的讨论可参见 2.5

节。
12
我赋予“外包”和“一体化”这两个术语以传统的意义。也就是说，外包意思是通过非分支机构供应商

获得中间投入品或服务；而一体化意思是在企业内部生产中间投入品或服务。外包或一体化的选择不同于

进行这两种活动的国别选择，因为外包可以在企业所处的母国进行也可以在任何外国进行，一体化也一样。
13
第三节检验的部分问题在 Spencer(2005)中也有探讨。我选择把研究焦点放在不完全契约上，因此不包含

管理激励方面的讨论，管理激励在 Grossman 和 Helpman（2004）以及 Marin 和 Verdier(2005)中有讨论。

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第三节所回顾文献的研究有普遍的基础，而关于管理激励的论文多少显得有些特

例。我也没有回顾关于不完全契约的早期作品，例如 Spencer 和 Qiu(2001)以及 Spencer(2002),这些论文

关注焦点比较狭窄,如 Keiretsu 类型的组织结构,并且对引言中提出的更广阔的研究问题没有清楚的结论

(implications)。



虽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回顾各种理论文献，但是只要有可能，我都会给出实证证据。

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互作用在此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正是现象激发、推动了这里的许多理论

研究。就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理论模型传递了新的可接受数据检验的实证意义。我所提出

的实证研究对某些实证结论进行了检验，但其余的还未被检验。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

有些实证结论将被检验，但其他的只好等待，因为这些实证结论的检验所要求的数据在当前

还未能获得。这些问题将在本文的结尾部分得到讨论。

2. 生产率的异质性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贸易理论引入了产品差异化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然

而，在这些研究中，异质性并不适用来解释企业间生产效率或规模之间的不对称。这并非因

为当时的研究人员不知道企业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而是因为当时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拥有相

似要素构成的国家间的大流量贸易，以及产业内的大流量贸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效

率和生产规模之间的差异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其结果是，那些模型假定了（绝大部分）

在某一产业内，企业间在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是对称的，这同时也意味着相似的生产效率水

平和相似的对外贸易参与程度。垄断竞争模型则暗示，除非有组建跨国公司的压力，否则所

有的公司将出口到所有的国家
14
。

对出口企业的详尽的实证研究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对称性假设的局限性。随着新的企业层

次的数据的获得，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行业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出口，同时，出口企业

也不是该行业中的任意的某些企业。上个世纪 90 年代，实证证据越来越多，并且显示出只

有一小部分的企业出口，这些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而言，规模更大、生产效率也更高
15
。

例如 Eaton, Kortum 和 Kramarz (2004) 发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只有 17.4% 的法国

制造业企业出口，它们的出口量也只占它们的产出的 21.6%，这两个平均数隐藏了不同行业

之间非常大的差异。Helpman, Melitz 和 Yeaple (2004) 指出，在１９９６年的大样本调

查中，美国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３９％
16
。最后，研究显示无论在发达国

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巨大的出口沉淀成本
17
。

面对这些发现，Melitz(2003) 建立了关于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型。这个模型

被设计用来解释数据显示的这些特征
18
。他的模型已成为考察国际贸易和 FDI 中异质性企业

扮演的角色的一直在发展的文献著作的奠基石
19
。Melitz 的模型的成功源于以下事实，即当

14
参见 Helpman 和 Krugman(1985,第 7 章和第 12 章)。尽管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 不同国家间的要素

价格的不同的早期压力可以导致跨国公司的组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而另一些企业则

没有。这产生了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组织形式的不对称，以及不同的贸易模式，但是这些企业在生产率

或则规模方面不存在差异。
15
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的例子可参见 Clerides, Lach 和 Tybout(1998)；美国的例子可参见 Bernard

和Jensen(1999); 台湾的例子可参见Aw, Chung 和Roberts(2000)；西班牙的例子可参见Delgado, Fariñas

和 Ruano (2002)；加拿大的例子可参见 Baldwin 和 Gu (2003)。
16
Bernard, Jensen 和 Schott(2005)详细描述了美国货物贸易企业的特征。他们的数据也显示只有一小部

分的企业出口并且他们的出口只占他们自己的产出的一小部分。
17
哥伦比亚的例子可参见 Roberts 和 Tybout (1997) 美国的例子可参见 Bernard 和 Jensen (2004)。这

些研究仅仅指出很大的出口成本的持续存在，Das, Roberts 和 Tybout (2005)应用一个结构模型检验了哥

伦比亚三个行业的企业的出口沉淀成本的大小。他们发现小生产商的沉淀成本介于412,000美元和430,000

美元之间,大生产商的沉淀成本介于 344,000 美元和 402,000 美元之间。而且他们发现对于至少某些企业而

言固定出口成本时很重要的。
18
Montagna (2001)和 Jean (2002)建立了另一个与此类型相关的模型。另外，Bernard,

Eaton, Jensen 和 Kortum (2004)也建立了一个关于不同市场结构（即 Bertrand 竞争而非垄断竞争）里异

质性企业的模型来解答相似的问题。我关注于 Melitz(2003),因为他的模型被证明为适用性最广泛，包括

关于不完全契约和国际生产组织文献的综合(参见第三节)。Baldwin(2005)提供了该模型的另一种讨论。
19
Melitz (2003)的研究建立在 Hopenhayn (1992)的基础上。Hopenhayn (1992)研究了某一行业中动态企



把该模型与研究贸易理论的新老途径联系起来时，我们可得到丰富的、能够经受数据检验的

预测结果，并且到目前为止，该模型一直都运行得极为良好。

Melitz 的模型的主要结论得自研究不同公司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出口的固定成本这二者

的相互作用。出口的固定成本可理解为在外国市场发生的分销和服务成本，出口公司在其出

口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承担该成本。因此出口公司选择进入的国家越多，总固定出口成本就越

大
20
。

为阐释这些相互作用的本质，我们来考虑某个提供差异化产品的行业，构成这个行业连

续体的每个企业生产不同品牌的产品。j企业产品品牌的需求函数为
 )()( jApjx ,其中

x是数量，p是价格，A是需求水平的度量, )1/(1   是需求弹性。需求弹性被假定为固

定不变的，并且 0 <α< 1意味着ε>1
21
。虽然需求水平A对于该产业是内生的,但是它被生产

企业认定为外生的,因为相对行业的规模而言,每个企业的规模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在进入行业后,企业j才能发现它的生产效率 )( j 。令 )(/ jc  为该企业单位产出可

变生产成本,并且令 Dcf 为它的固定成本,这里c测量了要素成本(例如,只有劳动投入时的工

资率) , Df 测量了生产所需的要素的固定成本。 那么,如果该企业选择出售产品,它的利润

最大化战略将是定价 )(/)( jcjp  ,并且获得的营业利润 DcfBjj  1)()(  ,这

里

  1)/()1( cAB

图1：生产企业和非生产企业

业的进入和退出。
20
早期的研究，包括 Baldwin (1988), Baldwin 和 Krugman (1989), Dixit (1989) 以及 Roberts 和

Tybout(1997)，使用了出口沉淀成本，但是只有 Roberts 和 Tybout 涉及 Melitz 解答的问题。然而，他

们的模型被设计用于估测沉淀成本对出口决策的影响，并不像被应用于解答范围广泛的问题的 Melitz 的模

型一样有用。
21
众所周知，这种形式的需求函数可从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或者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这里，

djjpEA
Jj 

 1)(/ ,其中 E是这些产品的总支出，J是可获得的商品集。



图1 刻画的是作为生产效率测量因子
1  的函数的利润。 企业标号j未被考虑,因

为利润不取决于企业的特性 ,只取决于它的生产效率水平;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获得的利润

也越高. 图中的利润函数是

   1DD cfB 

就像图中所显示出的一样,那些生产效率水平低于 D 的厂选择不生产,因为对这些企业而

言,它们的可变利润不足以抵补它们的固定成本,而那些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的企业将在市

场上提供它们的产品品牌.只要给出生产率分布  G , 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在国内市场服务

的企业比率,也就是生产率高于停营点 D 的企业比例。

2.1 出口

现在,假定利润函数  D 适用于国内市场销售收入,因此,A就是国内市场的需求水

平。同时,假定企业也能够在国家 出售产品,国家 的需求函数为
 )()( jpAjx e
，那也

就是说, 尽管两个市场的需求弹性是相同的,国内的需求水平却不一定与国家L的需求水平

相同。另外,从本国运送每种产品品牌到国家 过程中存在可融化的冰山贸易成本, 使得为

得到1单位产品,τ> 1单位的产品必须运送出去。并且,存在固定出口成本 Xcf . 典型的可变

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保险,各种费用,税收,以及其他由于语言障碍,司法系统的不同或诸

如此类的因素所带来的各种成本负担
2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即生产效率 D 

的企业,选择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则他可从出口收入中获得额外利润

  )2(1
X

ee
X cfBT  

这里
  1)/()1( cAB ee
.

图2：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22
估测这些成本的大小可参见 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2004)。



图2刻画了当 AAe  (因此 BBe  )以及 DX ffT 1
时的  D 和  e

X 。当这

两种需求水平相等时, 因为贸易成本的存在 D 比
e
X 更陡峭,并且我们关于固定成本的相

对规模的假设也保证了 D
e
X   。这使得 D  的低生产效率的企业,仍然选择关门,因

为它们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销售都是亏损的,而生产效率高于 D 的企业如果在国内市场销

售将获得利润。但是,现在,
e
X  的高生产效率的企业通过产品出口也将获得利润。因

此,这些公司选择进入国家e市场,同时也在国内销售产品。生产效率中等, 介于 D 和

e
X 之间的企业如果选择不出口而是仅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将实现利润最大化。图2所划分

的分类模式意味着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比非出口企业高。最后的这个暗示结论是基于效率更

高的企业在出口国外的同时，在本国市场也销售得更多的事实。显然，该模型的预测与实证

数据是相吻合的。实证数据表明，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更大、更有效率。

接下来，考察当我们增加和外国e一样多数量的出口利润函数时的情况。假设外国之

间只有市场规模的差别，那么
eA 将意味着市场规模和出口停止营业点

e
X 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也就是说，外国e场规模越小，其出口停止营业点
e
X 越大。简单说来，假设

23min D
e
Xe   23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出口企业也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同时生产率

介于 D 和
e
Xemin 之间的企业也存在，它们服务于国内市场但不出口。所有生产效率水

平高于
e
Xemin 的企业都出口。在这个多国家的世界，生产效率和出口地位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一直都存在。另外，我们获得另外一个预测结果，这个预测结果和实证数据是相一致的：

在出口市场规模和出口到这个市场的企业数目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4
。当然，当每个外国

的贸易成本τ不相同时，这种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然而，一旦我们控制使不同国家之间

贸易成本变量保持一致时，这种正相关关系仍然成立。

2.2 流动率

我已描述了Melitz模型的静态版本。这就不但足以解答之前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足以解

答我们将在下面探讨的问题。然而，该模型的原始表述是动态的，阐明了关于企业的进入、

退出和流动率等问题。在该模型的动态版本中，企业每个时期都必须承担固定生产成本 Df 和

出口成本 Xf 。此外还存在一项资本成本即进入成本 Ef ，这项成本企业只有在进入市场时

获利一次。并且，无论生产效率有多高，对每个企业而言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死亡概率 e 。

23
在大国家中这是真实的，但是在小国家中这可能不是真实的。无论哪种情况，在没有这个假设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进行分析。
24
关于法国企业实证研究可参见 Eaton, Kortum 和 Kramarz (2004)。



在我们的假设情况下，自由进入要求期望利润现值等于进入成本。在每个时期，随着比例为

e 的企业的死亡，企业以一个稳定的速度持续离开该行业。同时， 新企业也以稳定的速度

进入市场，并且一部分生产率高于停止营业点 D 的企业保留在该行业。在这个稳定的均衡

状态里进入的新企业与退出的旧企业相等，因此在每个生产力范围内企业的数目保持恒定。

其结果是作为企业周转流动率的测量标准，每个时期新进入者占现存企业的比例等于

 )(1/ De G  , 这里  G 是的累积分布
25
。同样的方法可用来研究企业流动率的决定

因素, 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节探讨贸易自由化时加以阐述。

2.3 贸易自由化

多边贸易自由化使得所有国家的贸易成本τ按某个比例下降。在影响方面，贸易成本的

下降提高了出口商的利润并且降低了停止营业点
e
X 。因此，有更大比例的企业选择出口。

但是，一个市场上更大数目的出口商的存在降低了每个商品提供者所面对的需求，结果是不

论出口商还是非出口商的利润都受到了损害
26
。在允许一般均衡效应自发地发挥作用之后，

最终的结果是更低的出口停止营业点
e
X （虽然不会低到我们从影响效应中预测到的那样）

和一个更高的国内停止营业点 D 。因此，因为只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企业进入后能够生存下

来，贸易自由化导致一个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和一个更高的企业流动率。它的含义非常有趣，

它阐明了本模型可以解答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更早的国际贸易模型无法解答。而且，

Trefler（2004）发现，这两个预测结果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工业的影响相一致
27
。

2.4 水平FDI

图3：跨国公司，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我们可推广Melitz的模型（2003）来研究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把FDI

25
令 N活跃企业数，令 En 为每时期流入的新进入者。那么，   ED nG )(1  是流入的企业数，而δN是

流出的企业数。在稳定状态二者相等。因此   DE GNn  1//  。
26
参见脚注 21中的需求水平 A的决定因素。

27
Tybout 和 Westbrook (1995)也发现为回应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重大市场份额从低生产率工厂到高生产

率工厂的重配置。



分为水平FDI和垂直FDI，前者是关于服务东道国当地市场的分支机构，而后者是关于那些增

加产品价值的分支机构，这些产品并不（一定）是面向东道国生产的（这点在下一节中将有

更多的讨论）
28
。Helpman, Melitz 和 Yeaple(2004)假设，母国的企业可以在国家e成本 Dcf

建造一个（第二个）生产机构（facility）。这个生产机构使其能够在国家e以单位成本 /ec

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这里是该企业的生产率。如果该企业出口到国家e，其出口所得利

润由（2）给出。然而，如果该企业选择通过FDI服务外国市场，那么其通过FDI所得利润是

  )3(D
e
I

e
I cfB 

这里
  1)/()1( eee

I cAB 。对比（2）和（3）我们注意到，只要 XI ff  和 cTce  ，

该企业将面临 Brainard(1997)提供了实证证据的接近与集中的权衡，即通过选择FDI而非出

口，该企业放弃了生产的集中化。这样做会提高其固定成本，但由于避免了贸易成本从而降

低了单位可变成本（并且有可能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图3刻画了当
ee

I
e BBcc  , （即

需求水平在两国之间是相等的）以及当 DXI ffTf  1
时的权衡。在 D

e
X

e
I   的

情况下，那些
e
I  、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通过分支机构销售服务国外市场，那些

e
I

e
X   、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通过出口服务国外市场，而那些

e
XD   、生产

效率更低的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显然这种分类模式和实证证据相一致。实证证据表明，

跨国公司比非跨国的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高，而非跨国出口企业比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

生产效率更高
29
。因为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生产越多的产品，这种分类还意味着跨国公司比

出口企业规模大，而出口企业比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规模大。

Helpman, Melitz 和 Yeaple(2004)还指出，当生产率θ的分布符合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时，企业的规模分布也符合帕累托分布。因此，该模型预测，在生产率分布

（因此规模分布）更分散的部门分支机构的销售收入高于出口收入。这个蕴含结果显得尤其

令人感兴趣，因为它暗示了异质性可以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在这里，帕累托分布的使用

令人信服，因为它很好地拟合了企业的真实规模分布（参考Axtell (2001)）。Helpman, Melitz

和Yeaple 也指出：对于可获得数据的52个部门的几乎每个部门，帕累托分布的形状参量可

以精确地估计，并且这些估计值显示出在不同部门之间分散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应用这些

分散程度的测量因子，以及非参数因子，他们选取两个样本估计了异质性对美国企业的分支

机构销售收入与出口销售收入二者的比例的影响程度。这两个样本，一个包含27个国家，另

一个包含38个国家，都是1994年的样本。在控制了固定成本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差异后，他们

的估计结果很精确，并且和理论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这些估计结果在规模上比得上运费、

关税和固定成本测量因子对出口收入和分支机构收入二者比例的影响，这些影响重复地

28
根据 BEA 的数据，美国分支机构的销售目的地是这样分布的：65%在东道国市场，11%在美国市场，24%

在其他国家（参见 Landefeld 和 Mataloni (2004)））
29
Helpman, Melitz 和 Yeaple (2004)发现 1996 年美国参与 FDI 的企业相比不参与 FDI 的企业有着 15%的

劳动生产率优势，后者相比既不出口也不参与 FDI 的企业有着 39%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也可参见关于日本

的实证研究的 Head 和 Ries (2003)；关于爱尔兰的实证研究的 Girma, Görg 和 Strobl (2004)研究；以

及关于英国的实证研究的 Girma, Kneller 和 Pisu (2005)。



（routinely）被用于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的研究中
30
。

2.5 技术的采用

Bustos (2005)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阿根廷的技术升级的影响，将技术选择引进了

Melitz 的模型中。为了这个研究目的，假设位于阿根廷的企业可以服务于国内市场，或者

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出口到国外市场（我们忽略FDI的选择）。但是这里，与Melitz的

模型不一样的是，一旦进入生产，并且在获知自己的生产率后，该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先进

技术H或者传统技术L。选择先进技术要求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使得 DLDH ff  , 但是其优

势在于它使得可变成本更低。该企业如果选择先进技术H，其单位可变成本为 /Hca ；如果

选择传统技术L,其单位可变成本为 LHL aaca ,/ 。在对这些参数进行适当约束后，生产效

率低于停止营业点 D 的企业将退出该行业，因为所有选择都导致负的营业利润；生产效率

介于 D 和 XL 之间的企业采用技术L，并且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生产效率介于 XL 和 XH

之间的企业采用技术L，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出口；生产效率高于 XH 的企业

采用技术H，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出口。当然， DXLXH   。换句话说，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使用越先进的技术，但是有些低生产效率的出口商使用传统技术。这种分

类模式与Bustos的数据相一致。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多边贸易自由化，它降低了阿根廷企业的贸易成本，这提高了所有

出口商的营业利润。但是如果某个生产率接近 XH 的出口商使用了先进技术，那么其营业

利润提高的比例更大，其结果是， XH 下降了，并且某些使用技术L的出口商转向使用技术

H，而那些使用更高级的技术的出口商并没有动力转向使用技术L。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

也没有动力改变原有技术，它们将继续使用技术L。因此，该模型预测只有那些中等生产率

水平的企业对其使用的技术进行升级，作为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应。的确，Bustos发现了阿根

廷的技术升级和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倒U形关系
31
。

2.6 复杂的一体化战略

虽然前一节讨论的水平型FDI十分流行，但是经验现象指出：跨国公司更为复杂的一体

化战略的重要性正不断增长。例如，Feinberg 和 Keane (2003)发现，在加拿大拥有分支机

构的美国跨国公司中，只有12%是纯粹的水平型（即它们的中间投入品的公司内流动是可忽

略的），并且只有１９％是纯粹的垂直型（即它们的中间投入品仅在一个方向上的公司内流

动是可忽略的）。剩余的69%的公司实行更复杂的一体化战略
32
。Yeaple (2003)首先对这种

30
规模大小的比较是 beta 系数或者标准化系数。

31
Bustos(2005)还检验了技术熟练程度的升级,这和技术升级是正相关的。他发现在贸易自由化后,对熟练

工人的需求增加了 17%,其中 15%的增加来源于企业,发生在 3个技能领域中的每个领域:生产,非生产以及

R&D 工人。因为他拥有这 3个技能领域中的每个领域的工人教育水平的数据，他测量了当平均学校教育年

份增加时的技术熟练程度的升级。
32
也可参见 UNCTAD(1998),那里首次提出“复合一体化战略”。



复合战略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在两种类型的FDI之间的另一种重要的补充类型。继之而来的

是Grossman, Helpman and Szeidl (2005b)的见解，这也是我将简要探讨的。他们为探索在

一个提供一体化战略的充足选择的环境下的FDI类型，把 Melitz（2003）得出的异质性特征

和Yeaple（2004）的两种FDI类型的模型结合起来考虑。

该模型的结构简单。存在两个北半球的相对称国家，存在一个南半球的国家。每个北半

球国家拥有许多企业，这些企业知道如何生产出多种差异产品。某个典型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 amF ，其中（和之前一样）是特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F 是所有企业共有的、凹

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m代表中间投入品，a代表组装. 也就是说，每种最终产品都是

中间投入品和组装工作相结合生产出来的。m和a的替代弹性小于１。并且，在该模型中既不

存在固定生产成本 Df ，也不存在固定出口成本 Xf 。

中间投入品和组装由许多初级投入品以每单位成本c生产获得。其中，北半球国家企业

的c高于南半球国家企业。因此，如果这些活动选址在南半球国家，企业将具有成本优势。

为引进区域选择的权衡,我们假定，企业如果选址其总部所在的北半球国家从事这两种活动

就不须承担任何固定成本，但是如果该企业选址一个不同的国家生产中间产品，就必须承担

固定成本g；如果选址一个不同的国家组装产品，就必须承担固定成本f。该企业还有可能必

须承担或者中间投入品或者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综合而言，这种成本结构引致重大的决策

问题：最优的一体化战略不仅取决于三个国家的需求水平，还取决于这些成本参数。需求函

数是
)( jAp （和之前一样），这里北半球国家的A高于南半球国家。

图4：最优一体化战略

首先考虑没有运输成本的情况。给定通过FDI组装产品的固定成本f，均衡时企业有四种

一体化战略可以选择，取决于通过FDI生产中间产品的固定成本g和该企业的生产率。

图４刻画了这四种战略。区域{S,H}描述了企业在南半球国家生产中间产品，在母国即

该公司总部所在国组装最终产品的战略，其它区域依此类推；第一个字母表示中间投入品的

生产所在地，第二个字母表示组装所在地。通过FDI进行的中间投入品生产的固定成本沿着

纵轴变动，而生产效率因子
1  则沿着横轴变动。

我们可看到，对于低固定成本g ，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在本国进行这两种活动；生产效

率居中的企业在南半球生产中间产品，在本国组装最终产品；而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在南半球



进行这两种活动。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不参与FDI；他们在本国生产中间产品并

进行组装，然后出口最终产品到另一个北半球国家和南半球国家。生产效率居中的企业参与

了部分的FDI；他们在南半球生产中间产品，进口这些中间产品到本国，将其组装成最终产

品，然后出口最终产品到另一个北半球国家和南半球国家。最后，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最大

程度地参与FDI，他们在南半球生产中间产品并且在那里组装成最终产品。这些最终产品之

后被出口到两个北半球国家，即南半球国家充当了一个面向世界其余国家的出口平台
33
。

图４还表明：对于中等程度的FDI固定成本g，只存在两种最优的一体化战略：低生产效

率的企业在本国进行所有活动，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在南半球进行所有活动。最后，对于高固

定成本g，低生产效率的企业在本国进行所有活动，最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在南半球进行所有

活动，生产效率居中的企业在本国生产中间产品，在南半球组装最终产品。

从图４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给定的分布，在本国进行两种活动的企业的比例沿

着g上升，而在南半球进行两种活动的企业比例沿着g下降。并且，就像虚线所显示的一样，

在南半球国家组装最终产品的企业比例沿着g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中间产品的FDI和组装最

终产品的FDI是互补的；随着生产中间产品的FDI的固定成本的增加，在南半球组装最终产品

的企业比例下降了
34
。

当不存在运输成本时，没有经济理由认为水平型FDI将存在。的确，图４并未表明存在

北半球国家的企业选择在另一个北半球国家进行组装活动的情形。图４中最多只表明存在垂

直型FDI（区域{S,H}）和复合一体化（区域{S,S}）。但是当最终产品贸易代价比较高时,

水平型FDI就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此,我们考虑对上述模型作了一些修改, 把最终产品可

融化的冰山运输成本考虑进来(但中间投入品仍是自由贸易)。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均衡一体

化战略和图4相一致。但是,当存在中等程度的运输成本时,以及考虑到南半球国家相对较低

的需求水平,对于高固定成本g,跨国公司将选择不同的一体化战略。生产率水平最低的企业

在本国进行两种活动,而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南半球国家进行两种活动。但是,生产率介

于两个极端的企业在本国生产中间投入品。但是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的战略并不相同取决

于在这个范围内的它们的生产率水平。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在另一个北半球国家设立分支

机构进行销售,同时出口到南半球国家；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在两个外国都设立分支机

构进行销售。其结果是, 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根本不出口,但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水平型

FDI；它们通过设立当地的分支机构服务每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两种类型FDI的互补

性；随着g的上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的比例越来越小
35
。就像Grossman, Helpman 和

Szeidl (2005b)所指出来的一样,考虑到在存在最终产品的高运输成本和中间投入品的高运

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互补性仍然成立, 而且显得十分强劲
36
。

2.7 可变的加成率

前面所使用的不变弹性需求函数一直是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研究垄断竞争的极为有

用的重要工具。该需求函数在许多应用方面是十分方便的，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或者从CES偏

好或者从CES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然而，该需求函数有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特征，即它意

33
也可参见 Ekholm, Forslid 和 Markusen (2004)关于出口平台 FDI 的研究。

34
这就是 Grossman, Helpman 和 Szeidl (2005b)所称的单位成本互补性，最早由 Yeaple(2003)提出。它

源于以下事实，即当中间产品以一个更低的单位成本在南半球国家生产时，在南半球国家组装最终产品变

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更大的最终产品销售额使得抵补组装产品的 FDI 的固定成本更容易。
35
组装产品的 FDI 的 现在有另一种互补性所驱动，即 Grossman，Helpman 和 Szeidl (2005b)所指的零

部件获取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源于以下事实，即相对中等的最终产品运输成本，当且仅当中间投入品也

在南半球国家生产时，通过组装线，北半球市场比南半球市场的服务成本更低
36
当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比较高同时南半球国家的需求水平并不是很高时，企业并不在南半球组装最终产

品然后将之出口到北半球国家；他们或者从母国出口或者通过国外分支机构销售服务外国市场。



味着加成率既不取决于成本也不取决于需求水平
37
。因此，价格分布和边际成本分布相同，

只是大小比例不同。市场规模或者竞争者的数目对价格分布的形状并没有影响。然而美国区

域市场的实证数据显示：较高的由市场密集度所测量的需求既降低了加成率，也降低了价格

分布的分散程度
38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类型的需求里,自由进入意味着该行业产品的总支出

水平对企业规模没有影响,因为更高的支出提高了需求水平A,但是新企业的进入又降低了需

求水平,其结果是A没有变化
39
。这与实证证据也不一致：市场规模实际上和企业规模有正相

关关系
40
。为了使结论能够说明这些数据特征,寻求另一种使得加成率内生化的需求描述是有

必要的。当模型表明更大的市场规模降低了企业的加成率时,该理论与实证事实将更吻合,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保持成本和生产率不变的同时，销售收入也增加了。

虽然在不同国家之间显示变动存在的可相比较的实证证据并不存在,不同国家之间的

加成率、价格和企业规模以相同的方式变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Melitz 和 Ottaviano

(2005)把 Melitz (2003)的供给方面的特征和Ottaviano, Tabuchi 和 Thisse (2002) 的需

求方面的特征结合起来考虑，建立了具有不同加成率的国际贸易模型。在该模型里市场规模

对平均价格、价格分布的分散度和企业规模都有影响。该模型得出了非常有趣的关于贸易以

及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和价格分布分散度二者的影响的预测结论。

Ottaviano, Tabuchi 和 Thisse (2002) 使用下述二次、准线性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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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0x 是对外来货物的消费,满足边际效用不变, J是在市场上可获得的商品品牌集, 

和是正的参数。当 0 时,所有的商品品牌是完全替代品； 越大,任一商品对其他商品

的替代性越小
41
，令 0 。 接下来假设消费者拥有足够的收入获得外来商品的正的消费,

他对商品品牌j的消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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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个边际成本为 /c 的企业面对的需求函数为

 )()( jApjx ,其中 0)1/(1   ,他通过定

价为 /)( cjp  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和边际成本之比—也就是加成率的测量---等

于 /1 ，并且既不取决于边际成本也不取决于需求水平 A。
38
参见 Syverson (2005)研究预拌混凝土厂商。

39
为简化起见，考虑一个不存在出口机会的封闭经济。采用最优定价策略 /)( cjp  ，生产率水平为

 的企业获得营业利润，营业利润或者等于 DcfB  或者等于零，取决于哪个更大，这里

  1)/()1( cAB （参见等式（1））。那么自由进入意味着这些营业利润的期望现值等于进入成本。

自由进入条件取决于停止营业点 D 和需求水平 A。连同停止营业点等式即 DD cfB  ，这两个等式唯

一地决定了停止营业点 D 和需求水平值 A。其结果是这些产品的更大的支出被更大数目的进入者（商品

品牌）所完全抵消了因此 A未受到影响。
40
实证证据参见 Campbell 和 Hopenhayn (2005)研究美国各城市间零售贸易行业。

41
这个效用函数代表了两种产品的偏好：一种是外来同类产品 0x 另一种是对 j品牌的消费为 )( jx 差异产

品。这个效用函数可被推广到更多产品的情况。



这里N是该消费者的消费数量, p是这些产品的平均价格
42
。这个需求函数是线性的,商

品需求随自身价格上升而下降,随平均价格水平 p (即竞争者的价格) 上升而上升,随商品

数量N增加而下降
43
。也就是说,随着竞争压力的加剧,或者因为竞争产品的价格下降了，或者

因为竞争产品的数目增多了，商品品牌j的生产商面临更低的需求水平
44
。在一个拥有Q个这

样的消费者的经济里,该商品的总需求等于 )( jQx .面对着单位生产成本 /c , 该企业通过

定价

)5()()( 2
1


 c
N
pNjp 






使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加成率——我们把它定义为价格和边际成本的比率——随着

平均成本的增加而上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并且,加成率还随着 的增加而上升,

这意味着商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越小，加成率就越高。

在这个模型里,即使不须承担任何固定生产成本 Df ,生产率非常低的企业也不会进行

生产,因为在一个有限的价格水平上需求下降为零
45
。因此,通过增加考虑自由进入条件,不管

存不存在一个正的固定成本 Df ,我们都有可能建立一个封闭经济的完整模型。 D 的解意味

着：随着 和Q的增加，正的产出的停止营业点下降了。也就是说,商品的相互替代性越小,

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进入市场后也可生存下来。因此，商品相互替代性较低

的部门生产率和产商规模的分布分散度较大,平均生产率较低
46
。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5)认为国家之间只在消费者数量Q上有差别，并且既不存在

固定生产成本，也不存在固定出口成本，但是存在可变贸易成本 0T 。贸易成本的存在促

使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市场分割产生了与由消费数量测量的市场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的

消费品数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而且，市场越大，平均生产率就越更高，因为低生产率

的企业发现在更大的市场内的竞争更激烈。这和Melitz (2003)的结论相似，但二者原因并

不相同。Melitz (2003)认为，贸易提高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利润---该企业出口商品，这些出

口商也提高了本国投入品的需求。其结果是，本国不出口的生产商一方面遭受外国出口商的

竞争打击，另一方面遭受更高的投入品价格的打击，这迫使他们当中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

42
当价格为

N
pNjp






)( 时消费者选择购买所有的产品,并且在一个存在这种类型的消费者的均衡

中集合 J仅包含这样的产品.

43
注意到前一个脚注里的不等式和等式（4）一起意味着 p 。

44
Neary（2003）在他的一般寡头垄断竞争模型里使用了一个相关的需求结构，在这个需求结构里，偏好不

是准线性的并且 0 。然而，在他的模型中，单个产品的需求水平也是取决于其它产品的平均价格，因

为它影响了消费的边际效用。

45
当 0Df ，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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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需求为非负的。连同等式(5),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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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产率水平的停止营业点 D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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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Syverson（2004）提供了美国制造业跨部门里的这些影响的实证证据。



经营。停止营业点 D 上升了，同时平均生产率也上升了。与此不同的是，Melitz 和

Ottaviano (2005)认为，贸易并不改变投入品的价格，但是因为外国出口商竞争压力的加剧，

贸易降低了加成率，这提高了停止营业点 D 和平均生产率水平。这意味着更大市场里的消

费者不仅可有更多产品的选择，而且他们需要获利的价格也更低
47
。

多边自由化增加了所有市场的商品数量，这加剧了竞争也降低了加成率。只有生产率更

高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压力下生存下来，其结果是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价格。显然，这种贸

易自由化对于相关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相反的，如果仅有一小子集的国家在它们之间实

行贸易自由化，那么自由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对被排除在外的国家的影响有着极为明显的

差别。在前者国家中，平均生产率上升了，加成率和价格下降了，同时商品的数量增加了。

相反的情况发生在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中。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自由化的国家获得利益，

而其他国家则遭受损失。

2.8 要素比例

尽管Melitz (2003)的分析重点是企业行为，他的研究途径对研究部门水平的贸易流也

具有启示意义。这可从部门平均生产率水平是内生的，并且取决于部门停止营业点 D (或

者 D )的决定因素的事实中看出。这些内生生产率水平促使李嘉图类型的影响部门贸易模

式的比较优势的生成。

Bernard, Redding 和 Schott (2005)扩展了Melitz (2003)模型，引入可变要素比例变

量，从而构建了一个关于差异产品的比标准的Helpman 和 Krugman (1985)版本更加完整的

模型。他们考虑了一个两部门两要素世界，假设对两部门产品的支出比例保持不变；每个部

门产品种类存在CES偏好；生产活动满足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该活动或者产生固定成本或者产生可变成本。而且，他们通过假设在给定部

门内的所有生产活动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有相同的指数而在不同部门之间则不相

同，从而大大简化了模型。在不存在贸易摩擦的世界里，即既不存在固定出口成本也不存在

进口的可变成本，分析沿着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一体化均衡道路往前推进，得出的结果也和

Helpman-Krugman得出的结论相似。部门的停止营业点 D 并不受到贸易的影响，因此也不受

到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影响。部门间的贸易模式是赫克歇尔—俄林类型：每个国家是相对更密

集地使用本国更多的要素禀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净出口国
48
。

然后他们引进了冰山融化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出口成本。这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所产生的部门固定出口成本和另一个部门活动有着相同的要素密集度。这些成本在不同国

家之间分割市场。现在，贸易对停止营业点 D 有影响，在每个国家和每个行业停止营业点

47
Melitz (2003) 与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5)的产别在于两方面：他们使用不同形状的需求函数（一

个使用不变弹性需求函数另一个使用线性需求函数），而且他们的关于外来产品的假设也不相同(一个假设

不存在边际效用不变的外来产品,另一个则假设存在) 。Melitz (2003) 不存在外来产品的假设产生了对投

入品成本的影响，但是因为准线性固定了单位成本 c，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5)里这种影响不存在。

然而这种影响和最终产品需求函数形状对影响不相同。最终产品需求函数形状影响在一种情况下是等弹性

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线性的。在等弹性情况下，需求水平对停止营业点没有影响，因为任何需求转移都被

企业进入所抵消，这和线性情况相反。因此，在等弹性情况下加成率是固定不变的，而在线性情况下加成

率将对需求和企业进入做出反应。
48
在一个部门内的不同活动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的世界里这个结论部成立。



都上升了。这意味着贸易提高了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平均生产率。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个

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即那些相对密集使用本国较丰裕的要素的部门，平均生产率提高

的比例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构成获得的赫克歇尔—俄林式的比较优势也生成了李嘉图

式的比较优势，这两种形式的比较优势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个结论很重要，因为实证证据表

明为估计要素比例对贸易流的影响，控制不同国家的TFP差异进行是有必要的
49
。另外，贸易

扩大了企业规模，并且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企业规模相对扩大更多。最后，贸易加快了总

就业损失和总就业创造的速度，因此加快了流动率。但是净就业创造在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

上升了，同时在其他行业下降了。这些预测结论是如此有趣，它们无疑将影响实证分析。

2.9 贸易流量的引力方程

引力方程式是在对贸易流进行实证分析时用到的一个主要工具。引力方程式曾经被用于

研究对国际边境贸易流、货币联盟、WTO中成员关系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引力方程式除了

用于贸易领域外，还被用作估计诸如社会基础设施或者政治体制等变量对经济成功测量因子

的影响时的有用工具
50
。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标准的程序是在一个关于互相出口的国家的样

本基础上，估计双边贸易流的一个引力方程。但是所选择的国家样本只代表了大样本国家中

的大约一半的国家对，另一半国家对中的大部分国家相互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剩下的国家对

中，只有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反之不成立
51
。这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

如此多的国家对之间不存在贸易？其次，忽略非贸易国家对贸易流估计的可信度有多大？

Helpman, Melitz 和 Rubinstein (2004)表明了Melitz (2003)的一个改进版本可以

解释存在贸易潜在可能性的国家之间贸易缺失的原因，并且经改进的理论框架为深入研究零

贸易流现象所包含的信息的估计程序提供了指导。特别是，他们论证了贸易缺失不是偶然现

象，而是经济条件所导致的。因此，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同时解释哪些国家进行双边贸易以及

这些国家的贸易量有多大。该模型标准的估计程序存在两种类型的偏差：样本选择偏差和变

量遗漏偏差。样本选择偏差众所周知，并且可通过标准方法加以纠正。但是，变量遗漏偏差

却是崭新的，它来源于下列事实，即：除了贸易狭义上的变动，即某个企业的出口对条件变

化所做出的反应，还存在着广义上的变动，这包括出口企业的数量对条件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如果估测贸易流时不考虑出口企业数量的决定因素，那么所得到的估测结果将出现变量遗漏

偏差。Helpman, Melitz 和 Rubinstein建议使用一种方法降低诸如国家之间的距离等联合

变量对贸易流的集约边际和粗放边际的影响,并且他们发现，粗放边际在实证中相当重要。

改进模型的主要部分是存在有限上下界  HL  , 的生产率的累积分布函数，其中， L

是最低生产率水平， H 是最高生产率水平。图２表明，如果
1)(  HH 下降到介于

国内停止营业点 D 和出口停止营业点
e
X 时，本国企业提供产品给本国市场，但是所有的

本国企业发现出口到国家e将无利可图。并且， H 可以低于某些国家的出口停止营业点，

而高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停止营业点，因此国内企业如果出口到某些国家将可能获利，而出口

到另一些国家则无利可图。出口停止营业点
e
X 越低，在国家L的市场就越大，出口到国家L

的固定出口成本或者贸易成本就越低。因此那些影响不同国家之间
e
X 的差异的变量解释了

49
参见 Trefler (1995) 以及 Davis 和 Weinstein (2001)。

50
参见 Helpman, Melitz 和 Rubinstein (2004)。

51
参见 Helpman, Melitz 和 Rubinstein (2004)。



母国企业应该出口到哪些国家。

使用企业的最优定价战略和最优销售战略，以及自由进入的条件，此模型包含了每个出

口流（如国家j到国家i）的两个方程。每个方程给出国家j到国家i的出口量的对数 ijm 。该

对数是诸如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固定效应，以及国家之间的距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等标准自

变量的函数。另外，每个方程还包含了变量 ijw ，即出口到国家i的j国家企业所占比例的一

个递增函数。

ijijijijij uwdm  0

在这个方程里， j 是国家j作为出口商的固定效应， i 是国家i作为进口商的固定效应，

是 ijd 两国之间的距离， iju 代表国家对之间可变贸易成本里不可观察变量的误差项
52
，除距

离外的自变量则以相似的方式被考虑进来。第二个方程描述了一个潜在变量。当且仅当j向i

出口时该变量为正的。该潜在变量被定义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的可变出口利润与固定出口成

本二者之比的对数，在国家j中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固定出口成本。当该潜在变量 ijz 大于零

时，国家j的某些企业出口到国家i，因为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所获利润大得足以弥补固定出

口成本。相应的方程式为

ijijijijij kdz   0

这里， j 是出口商固定效应， i 是进口商固定效应， ij 是影响j出口到i的固定成本的可

观察变量， ij 是误差项，该误差项结合了国家间可变贸易成本 iju 里的不可观察变量（也出

现在贸易流方程中）以及代表国家间固定出口成本里不可观察变量的变量 iju 。显然， ij 和

iju 是相关联的．

一般的做法是估测具有正贸易流的国家对之间的贸易流 ijm 的方程，但没有通过 ijw 对

出口企业所占比例的影响进行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就来源于此。Helpman,

Melitz and Rubinstein (2004)展示了如何运用标准方法，通过估测 ijz 和 ijm 的方程纠正样

本选择偏差。在他们的数据中这种偏差显得相当小。另外，他们还展示了如何解释 ijw 对贸

易流的影响。他们的估测程序承认 ijw 的数据无法获得，影响 ijw 的出口商比例的数据也无法

获得
53
。特别地，他们表明关于 ijz 的估测出的（选择）方程可被用于构建 ijw 的估测方程，

52
区分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固定效应的必要性已广为人知，例如可参见 Feenstra (2003)。

53
也就是说，没有关于用于估测引力方程式的大样本国家中出口企业的比例的数据。注意到即使可获得关

于 ijw 的数据，这些数据也不可被直接应用。因为 ijw 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我们需要应用这个变量。



这个方程可以被用于贸易流方程的估测上。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分别确定诸如距离 ijd 等

某个变量对集约经济的影响（经由其对 ijm 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横向扩展效应的影响（经

由其通过 ijw 对 ijm 的影响）。该程序的理论根基来源于固定成本直接影响潜在变量 ijz ，但

通过其对出口企业比例的影响只是间接地影响了贸易流 ijm 的事实。

本节将清楚地展示某一行业中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对贸易、贸易政策、和FDI流

具有重要的蕴含意义。这种思考方法不仅阐明了许多实质问题，也帮助制定用来估测贸易流

的更好的实证战略。这种方法表明：寻求融入世界贸易系统或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将出现

部门内企业之间的重大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将影响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除了增加出口商的

利润外，更低的保护将带来外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加成率，提高了国

内要素成本，致使该国的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停止营业。

3.不完全契约

到目前为止，我的关于贸易和FDI的探讨集中在最终产品上
54
。很重要的是，前一节回顾

的所有关于企业做出FDI的选择的研究，都没有清楚地分析内部化决策。就是说，研究人员

假定,国外分支机构组织了国外的经营活动，目的是或者生产指定面向外国市场的最终产品，

或者在外国生产将在本国或者在外国组装的零部件，或者组装将在本国市场或外国市场出售

的最终产品。然而，选择在企业内部生产零部件还是从非分支机构的企业那里获得零部件，

是一个关键的关于组织结构形式的决定，是从本国获得这些零部件还是从外国获得的决定也

一样。同样关于组装工作的选择也一样，组装工作也是为了将产品交付到最终用户手中的一

系列任务中的另一个活动。为了解释贸易和FDI的趋势，以及它们和生产、分销体制的演进

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更进一步认识这些选择。

这里凸现了两个触发为研究生产的国际组织形式做出重大努力的事实。首先，随着计算

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生产的出现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变化，外包快速扩张
55
。本国外

包如此，国际外包也如此。本国外包的兴起意味着对本国非分支机构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

的购买增加了，而外国外包的兴起意味着对外国非分支机构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增

加了。这些趋势在不同部门和不同投入品中都广泛存在
56
。其次，不论是通过“保持距离型”

贸易还是通过公司内贸易（FDI），从外国获得投入品，即为大家所知的被称为分离的现象正

以极快的速度增加
57
。为了解这些趋势，我们需要了解企业的二维决策问题：是外包还是内

54
唯一例外是 2.6 节的关于零部件 FDI 和组装 FDI 的相互关系的探讨。

55
我使用“外包”来表示从某一非分支机构公司众获得某种投入品或服务。这是应用在产业组织理论里的

标准术语。狭义的外包被应用在某些文献中，如 Amiti 和 Wei (2005)。对非常狭窄的定义的一个显著的

例子是 Bhagwati, Panagariya 和 Srinivasan (2005),他们的“外包” 仅局限于外包服务.给外国非分支

机构公司。而我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外包定义。
56
关于各种行业里的外包的增长的实证分析，参见 Bardi 和 Tracey (1991), Gardner (1991), Helper

(1991), Bamford (1994), Abraham 和 Taylor (1996) 以及 Bartel, Lach 和 Sicherman (2005)。《经

济学家（1991）》The Economist (1991)提供了早期的综合观点。
57
Feenstra 和 Hanson (1996)发现从 1972 到 1990 年，美国的中间投入品的总购买的份额增长超过 1倍（从

5.0%到 11.6%），Campa 和 Goldberg (1997)也发现加拿大和英国也存在相似的增长趋势。Hummels, Ishii

和 Yi (2001)以及 Yeats (2001)发现外国零部件贸易比外国最终产品贸易增长更快。最后，Hanson,

Mataloni 和 Slaughter (2004)发现，虽然在某些程度上比美国企业国际外包增长速度小一点，但是美国

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增长仍然是十分迅速。Feinberg 和 Keane (2005)指出 1984 年到 1995 年，作为分

支机构总销售收入的一部分的美国母公司对其加拿大分支机构的购买，以及作为母公司总销售收入的一部



包（即一体化），以及是否进行分离操作
58
。可做出的选择有四种可能性：本国内包、本国外

包、通过 FDI 内包和外国外包。前两种组织结构形式不涉及国际贸易，后两者则涉及国际贸

易：FDI 情况下是公司内贸易，外包情况下是“保持距离型”贸易
59
。

借助研究企业理论的不完全契约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

么某些公司主要通过FDI在国外获得投入品,而其他公司主要通过外包在国外获得投入品。这

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作为总贸易中的一部分的公司内贸易和美国各行业间的资本-劳动比

率以及出口到美国的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是正相关的.(参考Antràs (2003))。而且,这种方

法还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司法体制性质的差异会产生比较优势,并且因此影响

了贸易模式(参考Levchenko (2004) and Nunn (2005))。最后,当结合考虑行业内不同企业

的生产率差异时,这种方法帮助我们预测相对盛行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国际组织形式，该形式

是部门特征以及贸易伙伴特征差异的一个函数。

3.1 不完全契约方法

为阐明公司理论的不完全契约路径，可考虑下面的例子
60
。如果某个最终产品生产商

不使用特定中间投入品，他将获得利润 00  。但是，如果他使用一单位特定中间投入品，

他的利润就变为 01   ，其中 1 不包括对最终产品制造商的投入成本。为简化分析，假定

最终产品生产商可以只使用一单位的这种投入品。

为获得该投入品，最终产品生产商确定一名供应商。该供应商能够以成本c生产所需

的投入品。然而，重要的是，最终产品生产商和该供应商无法签订一个详细规定特定中间投

入品的品质的可执行契约。但是最终产品生产商在投入品被交付时，事后确定该投入品是否

具备所要求的特征。因此，供应商可以选择投入品的特征；在把投入品交付给最终产品生产

商时，他还可以和最终产品生产商进行议价。在议价阶段，中间投入品的成本c已沉淀，因

此它不影响议价的结果。但是，中间投入品的成本首先在供应商决定是否选择制造所需的投

入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博弈分两个步骤。步骤一，供应商决定是否制造中间投入品，如果决定制造，那么是否

赋予投入品最终产品生产商要求的特定的特征；步骤二，供应商交付中间产品，并且进行议

价。和通常情况一样，博弈是从后面开始求解的，从步骤二开始。

根据纳什讨价还价解，假定无论何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议价并达成协议，最终产

品生产商的议价力量为 )1,0( ，而供应商的谈判力量为 1 。在这种情形里，他们的获

利决定如下：如果谈判破裂，最终产品生产商有外部选择 ，而供应商有外部选择 00  。

0 的大小取决于该中间投入品的特定性有多强。例如，如果该中间产品是如此特定，以至

于没有其他人会使用，即在买卖双方交易关系之外它一点用途都没有，那么 00  。但是，

分的加拿大分支机构对其美国母公司的购买都几乎增长了一倍。
58
另外两种同样重要但不被人关注的决策是关于某种类型的投入品，这些投入品必须通过这些组织形式的

每一种获得，而且如果某种投入品必须在国外获得，那么在那个国家企业必须要进行离岸操作。
59
不同国家间的生产分工以已经变得如此之广泛，它促使 WTO 在 1998 年的年报中详尽描述了美国汽车制造

商在不同国家获取零部件的情况，这包括一辆车只有 37%的价值在美国获得。Tempest (1996)描述了芭比

娃娃制作的相同的 Mattel 的全球分包战略。
60
这种路径的详尽的探讨请参见 Hart (1995)，以及可作为教科书学习的 Bolton 和 Dewatripont (2005)



如果其他生产商也使用该中间产品，那么 00  。不管哪种情况，供应商的获利等于其外

部选择加上买卖双方合作盈余的 1 部分，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获利等于其外部选择 0 加

上买卖双方合作盈余的  部分。盈余的大小取决于该中间投入品是否符合最终产品的特定

要求。如果符合，盈余等于 1 减去买卖双方的外部选择，即：等于 001   。如果不符

合，盈余等于 00   ，因为该中间品对双方交易关系不产生任何价值增值。自然，均衡

中不会出现后一种情况。因此，在均衡中，供应商交付所要求的中间品，议价博弈所产生的、

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获利为

)( 0010  fP

供应商的获利为

))(1( 0010  SP

注意到 1 Sf PP ,因此他们瓜分了利润 1 .我们可以把 SP 看作最终产品生产商支付给供

应商的中间投入品的总价,因此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润减去中间品成本,即 SP1 ,等于他

的获利 fP 。

议价博弈的解决定了供应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建立商业关系的激励(步骤一)。如果

cPS  ,这种关系生成有利可图的交易,否则将不生成。也就是说,如果 cPS  ,供应商将不

提供特定中间投入品.

本例中存在一方锁定的问题。供应商受到最终产品供应商的锁定,因为他的投资是特定

关系的。然而,更广泛而言,最终产品生产商也可能被要求做出关系特定的投资,此时就存在

两方锁定的问题。并且,双方的外部选择可能取决于其公司组织形式,例如,该中间投入品是

在企业内生产的还是通过外包得到的。前者情形下,供应商是最终产品生产商的雇员,而后者

情形下则不是[参考Grossman和 Hart (1986) 以及 Hart (1995)]。最后,当这种相互关系被

放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下时,外部选择变成内生的,并且取决于技术特性和行业的组织形式(参

考Grossman 和 Helpman (2002))。

现在,我将应用这种方法解决本节前言所谈论的主要问题。我已将这些主题以有利于阐

述的进行、而不是以其在文献中的出现顺序，对它们进行了排序.

3.2 契约化的投入品密集度

传统的投入品(或要素)密集度指的是制造某种产品的可变投入品(或生产要素)的相对

需求。但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定义了投入品密集度的另一种重要的测量方法: 处于最终产品生

产商的直接控制下的中间投入品的相对需求,以及需要供应商介入的中间投入品的相对需

求。我将第二种测量方法定义为契约化的投入品密集度,其重要性来源于以下事实,即：处于

最终产品生产商直接控制下的中间投入品，相比之下，要求供应商介入情形下的中间投入品

更少地遭受代理问题。当然,两种密集度测量方法可以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当它们是相互关



联时,理论将得出关于贸易结构的有趣的预测结论。

契约投入品密集度影响了最终产品生产商愿意提供给供应商的激励的大小。特别是,供

应商控制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越精密,最终产品生产商愿意提供给供应商的激励就越大。

但是他最理想的激励并不是极端情况,也就是说,他从来不愿意给供应商可能的最强大的激

励、或者可能的最微弱的激励。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关于组织形式的选择——比如是外包还

是一体化，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形式对供应商激励的影响大小。

为了解契约投入品密集度所扮演的角色,考虑一个差异产品行业。和之前一样,需求函数

为 0)1/(1,)()(   jApjx 。但是,现在产品品牌j的生产需要两种定制投入品,总

部服务和h(j)和零部件m(j)。这些中间投入品通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起来，或者

生产差异产品x(j) 的j品牌商品，或者生产用于组装产品x(j)的j类型中间投入品，比如说

y(j)。在后一种情形里x(j)=y(j)
61
。我将这种生产关系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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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jhjz （6）

其中，z或者是x或者是y，代表生产率，目前为止在该行业中所有的企业的生产率都相同，

衡量了契约投入品密集度。越大，该部门的总部服务越密集（但在该行业里不同企业间

是相同的）。一个关键的假设是，h必须由最终产品生产商提供而m则要求一个供应商的介

入。该介入可以在公司内部也可以在公司外部进行，但是任一种情况下，供应商都控制m。

在这种情形里，内部化决策只是关于中间产品m，而与h无关。该模型的一个简单版本只存在

劳动投入，并且h和m是由每单位产出中劳动投入的一个固定比例生产出来的。更一般的情况

下可以存在多种生产要素（初级投入品），h和m可能由不同的要素比例生产出来。我们得到

的结论是，行业的整体要素密集度由该行业契约投入品密集度和总部服务及零部件的要素密

集度共同决定。/

使用需求函数
 )()( jApjx 和生产函数（6），我们可计算出作为投入品h和m的函数的

收益，令其为R[h(j),m(j)]。假定最终产品生产商直接承担总部服务成本，从而决定了h的

大小，而或者为最终产品生产商工作或者独立生产的供应商选择m的大小。假设通过在议价

阶段提供一种包括预先获利和利润提成的报酬结构，最终产品生产商可以获得他所想要的供

应商数目。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导致他们无法得到任何租金，供应商的全部净

收入（扣除中间品成本）等于他的机会成本。在议价阶段，收益的分布R[h(j),m(j)]取决于

议价力量，对最终产品生产商而言该议价力量为  ，而对于中间投入品生产商而言为 1 ，

收益分布还取决于决定双方的外部选择的公司组织形式。

我们来考虑外包。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议价阶段双方的外部选择均为零的，因为一方

拥有h，而另一方拥有m，并且两种投入品对产品j都是如此的特定化以至于除此商业关系外

它们没有任何价值
62
。结果是，最终产品生产商获得收益的  部分，而供应商获得收益的

61
在这里这两种可能性看起来可能是不必要的复杂化，但是它们为本文探讨的不同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统一

的处理方法,在下面的讨论中即将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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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外部选择没有必要一定为零。如最终产品生产商可能选择使用一种普通投入品 m而不是

特定化投入品，这样他的外部选择就不等于零。同样的，中间产品生产商可能选择向另一个企业销售投入

品 m(j)，这使得他具有正的外部选择。Grossman 和 Helpman (2002)分析了由供应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在

技术空间上的距离所衡量的零部件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适配性。当议价博弈破裂时，最终产品生产

商和零部件供应商进入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均衡因此决定了初级市场的外部选择。在 Grossman 和 Helpman



1 部分。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体化。现在，h和m都归属于最终产品生产商，因为供应商是他的雇

员。但是，继Grossman and Hart (1986)之后，我们假设如果议价失败，并且供应商不合作，

那么最终产品生产商无法像供应商合作情况下那样有效率地使用投入品进行生产。特别地，

如果供应商不合作，最终产品生产商只能生产出等式（6）得出的产出的 部分。在这种情

形下，议价阶段供应商的外部选择为零，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外部选择是收益R[h(j),m(j)]

的
 部分

63
。因此，议价阶段最终产品生产商得到收益R[h(j),m(j)]的 )1(   V

部分，而供应商得到收益的 部分。

图5：最优议价份额

最终产品生产商关于组织形式的选择的重要权衡来自于收入R[h(j),m(j)]的分配份额

与来自外包和一体化下的所得份额的比较。令
* 为最终产品生产商的首选份额，它最大化

了他的利润。首先注意到，该份额不可能为零，因为如果它等于零，那么最终产品生产商将

没有动力提供总部服务，而没有h，收益将等于零。第二，注意到它不可能等于1，因为如果

它等于1，供应商将没有动力提供零部件，而没有m，收益将等于零。显然，
* 严格为正，

并且严格小于1。而且，我们可以表明
* 是由测度的总部服务密集度的一个递增函数，图

５刻画了
* 和的关系的形状。当 0 时，

* 等于零；当 1 时，
* 等于1；当介于

零和1时，
* 随着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当较低时，它是凹的；当较高时，它是凸的。

技术空间里一种普通投入品被定义为与所有最终产品等距的投入品。Feenstra 和 Spencer (2005)也发展

了一个存在普通投入品的契约模型。他们利用这个模型分析了中国供应商的组织结构。本文所探讨的模型

聚焦于一个零外部选择的简单情形。
63
一体化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外部选择收益的

 部分而不是 部分的发现来源于出售数量的收益函数具有

凹性。也就是说，收益作为数量 x的一个函数和
x 成比例，其中（回顾） 决定了需求弹性

10),1/(1   。



图５还显示了外包情况下和一体化情况下的分别为  和 V 的收益份额的分布。当行业

是零部件密集型行业时，它们高于最优份额
* ，因此很小（令其为 M ）；当行业是总部

密集型行业，它们低于
* ，因此很大（令其为 H ）。箭头表明利润上升的方向，也就是

说，当最终产品生产商的份额朝向
* 垂直上升时，利润上升。这个特征意味着存在一个停

止营业点 c （图中未画出），并且 HcM   ，使得当低于 c 时，最终产品生产商进行

外包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当高于 c 时，他进行一体化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单独基

于激励力量大小考虑，零部件密集型行业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更愿意外包，而总部密集型行业

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更愿意一体化。然而，如果具有不同组织形式的现存企业之间存在成本差

异，那么，最终决定外包还是一体化并不仅取决于这些考虑
64
。

Antràs (2003)使用了本模型的一个变体，在他的模型里不存在特定的组织成本，而存

在固定进入成本，但是该成本与该企业选择外包或是一体化无关。在这种情形里，激励力量

大小决定了一体化决策。也就是说，给定总部密集度测量因子，如果 c  ，企业更愿意

一体化；如果 c  ，企业更愿意外包。他假定h是资本密集型、m是劳动密集型，并且h和m

在跨国界间是不可贸易的。这种情况下，最终产品生产商只能在同一个国家配置h和m。并且，

这些投入品被用于制造可跨国界自由运输的中间投入品y。生产函数由（6）式给出，其中z=y。

最终产品x在目的地国家以每单位x投入一单位y的成本由y制造出。最后，消费者在每个部门

的产品中花费固定的预算份额，并且对于不同品牌产品，消费者拥有CES偏好。

在本模型的两个国家两个部门的版本中,贸易结构可从一体化均衡中得出,这和

Helpman and Krugman’s (1985)对差异化产品的贸易的分析相似。假定一个部门的高于

停止营业点 c ,另一个部门的则低于停止营业点 c 。这意味着在前一个部门的企业一体化,

后一个部门的企业外包。并且,因为h是资本密集型而m是劳动密集型,一体化企业所在的部门

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外包企业所在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在资本密集型部门存在可贸易

中间投入品的公司内贸易,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存在可贸易中间投入品的“保持距离型”贸

易。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度和公司内贸易份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模型的一个多国家版本

也指出公司内进口份额和出口国家的资本丰裕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Antràs (2003)提供了支

持这些预测结论的证据。在美国企业的数据里,23个制造业行业中,作为总进口的一部分的公

司内进口和资本密集度是正相关的,并且在28个出口国中,作为总进口一部分的公司内进口

和资本丰裕度也是正相关的。

64
Feenstra 和 Hanson (2005)估测了一个使用中国出口加工数据的相关企业模型。某个加工进口投入品的

工厂可以是被外国企业所拥有也可以是被中国企业所拥有，加工这些进口投入品是为了出售给外国企业。

同样地，这些为了深加工而进口的投入品也可以是被外国企业所拥有也可以是被加工工厂所拥有。后一种

情况下，工厂管理者控制进口品。包括工厂的所有权和进口投入品的所有权的工厂组织形式是根据产权的

方法来决定的。就像本文中所描述的模型一样。Feenstra 和 Hanson 发现中国不同区域间的盛行的多种组

织形式（prevalence of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 forms）并不相同，这和模型的预测结果相一致。这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因为在选样期间,即 1997 到 2002 年,55.6%的中国出口品是这种性质的出口品(即

出口加工型),而且在每种体制下,四种组织形式的出口加工型出口的分布都占有不可忽略的比例。



Antràs (2005)把本模型的单个部门变量应用在产品周期中。两个国家一个在北半球，

一个在南半球。他假设只有在北半球国家才能都生产总部服务和最终产品。然而，除了决定

是一体化还是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还必须决定在哪个国家获得零部件m，即是否离岸获得m。

在北半球国家一体化或者外包意味着不存在零部件贸易,在南半球国家一体化意味着存在公

司内贸易,在南半球国家外包意味着存在零部件。北半球国家内契约是完全的,而南半球国家

内契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两国在契约完全程度上存在差异。

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存在契约投入品密集度测量因子的两个停止营业点值 c 和

n ， cn   ，这两个停止营业点值决定了合意的企业组织形式。当总部服务密集度高于上

限值 n 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北半球国家寻求m（这里本模型不关注最终产品生产商是外包

还是一体化，因为在北半球国家契约是完全的）。当总部密集度介于 c 和 n 时，最终产品生

产商在南半球国家投资分支机构，并且从这些分支机构中获得m。而当总部密集度低于停止

营业点下限值 c 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南半球外包。我们可把理解为技术特征，它随时

间不断变化，因此对新产品而言很高，而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随时间下降。这个结果符

合弗农型产品生命周期：新产品的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北半球国家生产出来，随着时间

的变化，零部件转向南半球国家的分支机构生产，当产品生产成熟时，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南

半球制造商。

3.3 契约化投入品密集度和生产率异质性

部门之间契约投入品密集度差异和相同行业里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结合产生了均衡，在

这个均衡里四种组织形式—本国内包、本国外包、外国内包和外国外包---在一个行业内同

时存在，并且作为部门特征的函数，他们的相对流行程度在不同部门之间不相同。注意到这

四种组织形式在前面的模型中是不共存的。

继Antràs and Helpman (2004)之后，假设生产函数（6）适用于某一典型行业，但是不

同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相同。就像Melitz (2003)所述，在沉没进入成本后，进入者将获

得一个生产率接近。进入之后，在了解自己的生产率情况下，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决定他

的组织形式。

存在两个国家，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北半球的国家的工资率高于南半球国家。劳动是唯

一的初级投入品。所有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都位于北半球国家，他们也在那里生产总部服务h。

中间投入品m可以在北半球国家也可以在南半球国家生产，并且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在南

北是相同的。这使得在南半球国家m的可变成本更低。但是在南北国家之间存在不相等的获

取生产要素的固定成本，对于外包和一体化，这种固定成本也不相同。特别是，Antràs 和

Helpman (2004)关注
N
O

N
V

S
O

S
V ffff  的情况，其中，

S
Vf 是在南半球国家一体化（FDI）

的固定成本，
S
Of 是在南半球国家外包的固定成本，

N
Vf 是在北半球国家一体化（FDI）的固

定成本，
N
Of 是在北半球国家外包的固定成本，所有均以北半球国家劳动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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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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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简要探讨了固定成本分类的蕴涵结论。也可参见 Grossman, Helpman 和 Szeidl (2005a)



图6：零部件密集型部门的进口和非进口企业

在这些情况下，在零部件密集型的行业里外包优于一体化，因为（1）外包的固定成本

更低，（2）对较低的值，外包对中间产品M的供应商提供了更大的激励（参考图5）。因此，

在零部件密集型行业里，所有的企业都外包，剩下的唯一的权衡是选择国内外包或者是国外

外包。如果决定离岸操作，企业应该权衡南半球国家的更低的可变成本和北半球国家的较低

的固定成本。图6刻画了这种权衡，其中
S
O 表示在南半球国家外包所获利润，而

N
O 是生

产率测量因子
1  的一个函数，表示在北半球国家外包所获利润。利润线 S

O 更为陡峭，

因为在南半球国家可变成本更低。显然，生产率低于 D 的企业将退出该行业，高于 M

的高生产率的企业从南半球国家中的非分支机构生产商中进口零部件，而生产率介于 D 和

M 的企业从北半球国家的分支机构中获得零部件。也就是说，在存在的企业中，生产率较

低的将在本国外包，而生产率较高的将在外国外包。

图7：北半球国家总部服务密集型部门的内包和外包企业





图8：总部服务密集型部门的分类模式

总部密集型行业的在类似的分析显示所有的四种组织形式都能共存。图7 刻画了外包

和一体化的权衡，其中 N
V 表示一体化企业所获利润， N

O 表示外包企业所获利润。利润线

N
V 更为陡峭，因为总部密集型部门中进行一体化为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了更大的激励（参考

图5）。在这种情况下，低于 D 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行业，高于 D 的高生产率企业

进行一体化，而生产率居中的企业进行水平外包。将这里的分析和关于在南半球国家外包或

一体化的权衡的相似分析结合考虑，并且加上离岸操作在可变成本上具有优势，在固定成本

上具有劣势的事实，我们获得图8所刻画的分类模式。即，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行业，而

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通过FDI在南半球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二者之间，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

北半球国家外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南半球国家外包，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在北半球进行水

平一体化。

本模型的一个比较静态的分析产生三个有趣的结论。首先，随着总部密集度 的增加，

离岸操作下降。第二，更高的生产率分布分散度导致更多的离岸操作，在零部件密集型行业，

它导致在南半球国家更多的外包；而在总部密集型行业它导致在南半球国家更多的一体化加

外包
66
。另外，在总部密集型行业里既存在外包也存在一体化，更高的生产率分布分散度导

致更多的一体化更少的外包。这些预测结果适用于各行业间的不同组织形式，例如本模型指

出，零部件密集度更高的部门以及生产率分布分散度更高的部门进行更多的离岸操作。第三，

无论是相对工资的下降还是北半球国家保护力度的下降所引起的南半球国家竞争优势的增

强，都提高了所有部门的离岸操作，并且在总部密集型部门，零部件外包给外国供应商的离

岸操作比从国外分支机构中购买中间投入品的情况提高的比例更大
67
。

3.4 匹配与稠密市场效应

66
生产率分布分散度由帕累托分布的形状参数所测量。

67
Grossman, Helpman 和 Szeidl (2005a)使用了本模型的一个变体，检查了外包和离岸的互补性。在他们

的模型里，外包的固定成本越小，离岸企业所占比例越大。这就是为何离岸和外包是互补的，它产生了外

包企业比例和离岸企业比例的正相关关系。



在前面的模型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可随意获得适当的供应商，只要供应商能从与最终产

品生产商的交易关系中获得在其他可选择的活动中他所期望的一样多的收益。换句话，零部

件生产商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当然这并不完全现实，因为买卖双方的互相匹配是一个对双方

都存在风险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当最终产品供应商进行外包时，他能期待的与供应商相匹

配取决于市场上的潜在供应商数目，以及他们的专业程度，即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否适合生

产他的商品品牌所要求的中间投入品类型。

McLaren (2000) and Grossman and Helpman(2002)发展了一个将中间投入品买卖双方

的匹配置于分析中心的简单的分析途径。该途径中，中间投入品的潜在购买者发现投入品市

场越“稠密”,外包越有吸引力，因为存在更多的出售者满足购买者的需求。相类似的是，

中间产品出售者发现潜在购买者的数量越大，进行营业就越有吸引力。尽管可能存在超过一

个的理由解释这种类型的市场外部性，两篇论文都把买卖双方成功匹配的内生可能性当作这

种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或者采用麦克劳伦的术语“全球化”）影

响了外包和一体化的权衡．特别是，在存在匹配的经济规模时，贸易鼓励了外包．

因为Grossman and Helpman’s (2002)的分析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

并且该分析展示了如何在一般均衡下解决这些问题，我将采用这种分析框架来阐述这种途

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考虑一个提供差异产品的行业，该行业中，j品牌商品的需求

和之前一样，为
 )()( jApjx ，其中 1)1/(1   ，(即, 10  )。现在假设为生

产j品牌商品，最终产品制造商必须获得该品牌的高度特定化的投入品。和之前一样，假设j

品牌的投入品必须要量身定做，一旦它是为j品牌量身定做的，那它就不可用于其它品牌的

生产，也不可用于其他用途。为简化起见，假设每单位最终产品需要一单位的中间投入品，

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投入品
68
。

首先考虑封闭经济下的情况。封闭经济里，品牌的生产商有两种组织结构选择：他可以

在其内部生产中间产品也可以通过外包获得。如果他选择在内部生产，每单位量身定做式中

间投入品需要 1/1  单位的劳动投入，其中为生产率测量因子，适用所有企业。另外，

他还需承担固定劳动投入成本 Vf ，这包括他的进入成本（进入成本包括技术的获取，店铺

的开设成本等诸如此类成本）。进入之后，他的最优定价战略获得随需求水平A上升的利润水

平 )(AV 。因此，当且仅当需求水平等于 VA 时，在自由进入均衡中一体化是可行的，此时

一体化企业收支相抵。也就是说， 0)( VV A 。显然，需求水平不可能高于 VA ，因为这将

诱使额外的一体化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进入，而如果需求水平低于 VA ，没有最终产品生产商

选择一体化。

接下来考虑最终产品生产商选择外包的情形。为此，他必须与一个中间投入品供应商

相匹配,因为满足他的特定需要的投入品在市场上并不是立刻可获得的。假定一旦他与某个

供应商相匹配，他们不能签订该特定品牌的中间投入品的运输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

个锁定的问题；供应商可以选择生产多少投入品，但是之后他必须和最终产品生产商就获利

问题进行议价。一个专业化的投入品供应商可以以每单位产出使用一单位劳动进行生产，这

给了他相对于一体化企业的成本优势（一体化企业每单位产出需要投入 1/1  单位劳动）。

68
这是生产函数（6）当 0 时的一个特例。它意味着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最终产品愿意给与供

应商尽可能大的激励。就像脚注 62中提到的，Grossman 和 Helpman(2002)也建立了一个更完整的分析。

在他们的分析中，匹配的质量取决于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在技术空间上的距离。



在接下来的纳什讨价还价谈判中双方的外部选择均为零，同时最终产品生产商获得盈余的

 部分。显然，双方的议价能力的分布影响了获利。应用这些获利，我们就有可能计算出

打算进行外包的最终产品进入商的期望利润以及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润。除了在议价阶

段的获利，这些期望利润还取决于匹配的可能性和进入成本。

令 ),( MN 为匹配函数，它描述了存在N个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和M个中间产品生产商

的市场里发生的匹配的数目。 该函数随着讨价还价争论的增加而上升，并且

},min{),( MNMN  。最终产品生产商被匹配的可能性为 NMN /),( ，中间产品生产

商被匹配的可能性为 MMN /),( 。一旦一个供应商和一个最终产品生产商匹配成功，供

应商将生产满足最终产品生产商的特定需要的中间投入品。本模型中所有的供应商都具有相

等的生产每单位这样的投入品的能力。我将在下面探讨供应商的资格的不对称性。

当匹配函数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时， )/,1(/),( NMNMN   而

)1,/(/),( MNMMN   ，这时我们可以使用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生产商的进入

成本表述两个自由进入条件：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润（在进入之前）等于作为一个

外包企业的进入成本，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润（在进入之前）等于作为他的进入成本。

这些期望利润是需求水平A和进入比例M/N的函数，即 )/,( NMAN 及 )/,( NMAM 。两种

期望利润都随着A的上升而增加，但是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润 )/,( NMAN 随着M/N的上升

而增加，而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利润 )/,( NMAM 随着M/N的上升而下降。因此，在中间产品

生产商的进入和外包型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进入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M的增加提高了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润，而N的增加则提高了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

润。因此，一种类型的更多进入鼓励了另一种类型的更多进入。

在我们得到的均衡里，外包的可行性要求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

润均为零，即 0)/,( NMAN 和 0)/,( NMAM 。对于需求水平和进入比例的唯一值，

如令其为 0A 和 000 / NMT  ，两个自由进入条件都得到满足。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表明只有一体化企业的均衡是一直存在的，但是该均

衡是不稳定的，除非 0AAV  ，即，稳定性要求保证一体化企业具有零利润的需求水平低于

保证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他们的零部件供应商具有零利润的需求水平。只有一体化企业的

均衡一直存在的原因是，在不存在中间产品供应商的情况下，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最优战略是

作为一体化制造商进入，而在不存在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情况下，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最优

战略是不进入。这是前面讨论过的进入互补性的一个结果。并且Grossman和 Helpman还表明

不存在一些最终产品生产商内部生产而另一些最终产品生产商外包同时存在的混合均衡
69
。

69
这里存在一个例外的特例，特例里的经济参数使得 0AAV  。



最后，他们表明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在这个稳定均衡里，当 0AAV  时，最终产品生产商

进行一体化，而当 0AAV  时，最终产品生产商进行外包
70
。因此结构特征决定了是流行一

体化还是流行分包。

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关注了均衡组织形式，这并不取决于经济体的规模大小。资源限

制与均衡条件共同决定了进入者的数目。这主要的暗示结论是进入者的数目和经济体的规模

成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劳动投入翻倍，只存在一体化企业的均衡以及外包均衡里的进入者

的数目也翻倍。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在规模方面存在差异的两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开放并不改

变均衡组织形式，也不改变世界经济体里的进入者数目。这是下述假设的直接结果，即假设

匹配函数存在而规模报酬不变，因为在这种匹配技术下，找到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或者购买

者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进入者的数目，而只取决于他们的比例N/M，因此临界的需求水平 VA

和 0A 并不取决于市场规模。

当匹配函数不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时，匹配的可能性 NMN /),( 和 MMN /),( 不仅

仅取决于进入者的比例M/N，还取决于进入者的绝对数量。因此，国家规模会影响组织形式。

当 ),( MN 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两个稳定的均衡可共存：一个是一体化均衡，另一个是

外包均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越大外包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对于进入者的每个比例

N/M来说，更大的市场规模提高了中间投入品买卖双方匹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只存在规模

差异的两国之间的贸易开放使得外包更有可能。特别是，孤立的每个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不能

支撑一个外包均衡的情形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通过开放贸易，整个世界经济可以维持一个

外包均衡[也是参考McLaren (2000)）]。如果外包均衡是唯一的，那就意味着贸易改变了一

体化以及外包的生产组织形式。更宽泛地说，匹配的递增报酬意味着市场的一体化通过稠密

市场效应鼓励了外包的进行
71
。

这种分析途径的一个缺点是：在一个外包均衡里，中间投入品的国际贸易是不同国家的

买卖双方的偶然匹配的结果。虽然中间投入品贸易量完全由双方决定，它并不与一国的最终

产品生产商寻找另一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所做出的特别努力相关。换句话说,本模型里离岸操

作不是一个商号的战略选择。上一节的分析途径清楚地阐明了分离决定，并且探讨了不同契

约不完全程度所扮演的角色。该分析途径还将天生的不对称引进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投入

品供应商的匹配中。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3, 2005)发展了在不完全契约下的组织选择的一个不同的

变量，其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投入品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亲近性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模

型中企业选择在哪个国家寻找外包伙伴，这些国家在契约不完全程度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

些修改提出了作为贸易型企业分包战略决定因素的不同国家间市场稠密度、法律体系以及其

70
回想需求水平 VA 和 0A 的定义;当需求水平为 VA 时，一体化企业刚好收支平衡；而当需求水平为 0A 且

进入者的比例 0/ NM 时，外包企业刚好收支平衡。
71
上述模型在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使得市场厚重性联系贸易和生产组织形式中所起的作用变得清

楚。它的（stark）结论之一是所有的企业选择相同的组织形式。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我们必须引入异质性。

因此，中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清楚地把固定成本划分为进入固定成本和经营固定成本。就像 Melitz (2003)

所描述的一样，通过支付固定进入成本，最终产品生产商将从已知的生产率分布中确定他的生产率 。之

后，最终产品生产商将决定是外包、一体化或者是推出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外包可以和一体化共存，生

产率低的企业外包而生产率高的企业一体化。



他制度特征方面的差异的所起的不同作用。

为理解Grossman and Helpman (2003, 2005)提出的外包的基本机制，让我们考虑一个

一体化并不可选的封闭经济的一个简化版本。某行业提供每个品牌存在等弹性需求函数的差

异化产品
 )()( jApjx ，其中 1)1/(1   。一单位量身定做的没有其他用途的中间

投入品可生产出一单位x(j)，而特定的零部件供应商为生产一单位中间投入品需要投入一单

位劳动。

存在N个最终产品生产商，每个生产商特定生产一种不同的品牌，存在M个中间投入品

生产商。之前的模型中N和M都是有限数字，然而与之不同的是，现在M是一个有限数字，而N

则是规模非常大的。本模型中，每个供应商向许多下游企业提供服务。最终产品生产商全都

着落于长度为一的圆的四周。该圆的周长代表技术空间，空间内的每一点代表中间产品供应

商的技术专长，或者最终产品生产商要求的中间投入品的需要的技术专长。有限个中间产品

生产商以1/M的相互距离对称地分布，而非常大的N最终产品生产商以密度N均匀分布在圆周

的每一点上。我将间断地讨论这些企业如何发现自己以这种方式分布。但是现在我们先把这

种分布看作给定的
72
。

如果不把自己所需的量身定做的投入品外包给供应商，最终产品生产商就无法制造产

品。制造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包括两部分：每单位产出所需的一单位劳动投入的可变成本加上

为满足最终产品生产商的特定要求的定制固定成本。定制成本和投入品买卖双方在技术空间

上的距离d成比例，令其为wvd，其中w为工资率，v是成本参数。也就是说，当买卖双方之间

的距离比较大时，定制投入品的成本将比双方之间比较接近时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最

终产品生产商选择从最接近的供应商处获得投入品，双方的距离d在零和1/2M之间变化。

假设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必须做出定制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不可收缩的
73
，并且一旦最

终产品生产商和一个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结成交易关系，最终产品生产商将被限制从这个贸易

伙伴处获得投入品
74
。

在做出定制投资后，双方签订一份订货合同,该合同规定了中间产品的生产、最终产品

的组装和销售所得利润的分配。在这个阶段，双方都寻求最大化的共同利润
75
。这生成了利

润 0 。利润 0 根据纳什谈判权重分布，我们认定双方的权重均为1/2
76
。利润还决定了中间

产品生产商根据定制生产投入品的激励大小。如果 wva2/0 ，那么中间产品生产商将愿

意根据定制生产产品，否则他将不生产，因为期望获利无法抵补投资成本
77
。

在这些考虑面前，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进入后总利润作为所有向他

72
圆周作为双边匹配空间被应用在许多地方。例如，在存在垄断竞争时，Helpman (1981) 为匹配买卖双方，

曾把它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在存在信息摩擦时，Rauch 和 Trindade (2003) 为匹配买卖双方，也曾把它用

于国际贸易领域。

73
我将简短地介绍部分可契约性。

74
这里其他选择再次是可能的，例如存在二级市场或者普通投入品的使用。

75
Grossman 和 Helpman (2005)认为，在这个阶段，当定制成本沉淀后，不再存在任何代理问题，即唯一

的代理问题发生在定制阶段。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阶段引入关于不完全契约的代理问题，和 3.1 节以

及 3.2 节的陈述相似。
76
允许更一般的权重  和 1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

77
因此，如果 wvM 2//1 0 ，那么存在最终产品生产商，他们无法为他们的特定中间投入品找到供应

商，所以他们退出行业。这和第 2节讨论存在一个推出停止营业点的模型相似。下面的讨论是在假设情况

确实是这样的下的向前推进的。



购买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最终产品生产商利润和（整体），令它为 m 。而且我们也可以计算出

一个发现自己和最接近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距离为d的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进入后利润，令

它为 )(dN 。在距离为d时的期望值 )(dN 决定了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期望进入前利润，令

它为 N 。为计算出这个期望值，假设当一个最终产品生产商进入行业时，他位于圆周任意

一点上的概率是相等的。并且，确切地说，和事前一样，最终产品生产商在技术空间上均匀

分布。对于中间产品生产商来说，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在技术空间上的位置。但是在市场进入

博弈的纳什均衡中，他们的选择是使彼此距离相等。而且，中间产品生产商将持续进入直到

期望利润 M 等于期望成本 Mwf ，最终产品生产商将持续进入直到期望利润 N 等于期望

成本 Nwf 。这些条件连同资源约束共同决定了进入者的均衡数目，M和N。

注意到本模型中也存在最终产品生产商的进入和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进入之间的互补

性；一方进入越多，另一方的进入获利越多。这就是稠密市场效应。并且越多的零部件供应

商进入行业，零部件买卖双方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小。

为引进贸易，Grossman 和 Helpman (2005)考虑了一个两国（北半球和南半球）经济，

其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只在北半球国家，而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在南半球国家和北半球国家都存

在。和之前描述过的封闭经济一样，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外包中间投入品。但是现在，他们

为了找出投入品供应商在技术空间上的位置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该费用对每个国家而言都

是独立的。因此，当寻找零部件供应商的成本太大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只在一个国家寻找，

或者在北半球国家或者在南半球国家。这产生了国家之间投入品市场的分割，并且提出在那

里寻找供应商的审慎决定。除了搜寻成本外，这个决定还包含两个考虑因素。首先，国家之

间的工资不相同，使得在低工资的、可获得更高利润的南半球国家寻找更有吸引力。第二，

国家之间的零部件供应商数目不相同，使得在拥有更大数目供应商的国家寻找更有吸引力，

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找到一个更好的供应商的概率更高。因此，如果北半球国家和南半球国

家的搜寻成本相等，那么只有当南半球国家的供应商数目更小时中间投入品的外包才同时发

生在两个国家。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5)刻画了这种类型的贸易经济的一般均衡特征，并且分析

了它的决定因素。他们找到了多重均衡。产生多重均衡的正向反馈是随着更多地投入品供应

商进入到一个特定的国家，该国家对寻找零部件供应商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来说变得更有吸引

力，因为该国的供应商在技术空间上的分布更密集，使得最终产品生产商更有可能找到一个

愿意进行必备的定制投资的供应商。并且，在一国内寻找供应商的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数目越

大，就越能吸引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那里开设店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

里，中间投入品在两国生产，以及另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里中间投入品只在北半球国家生

产
78
。

Grossman and Helpman(2005)关注于在两国都存在零部件供应商的均衡，他们得到一

个相对静态结果。南半球国家市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南半球国家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数目同

时降低了北半球国家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数目；南半球国家的外包量提高了，而北半球国家

则下降了；贸易量相对收入提高了；南半球国家的工资相对北半球国家的工资上升了。也就

78
在一个两国世界里正回馈被相对工资反映所限制，相对工资反映来自下列事实即一国内经济活动的扩张

提高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相对其它国家而言也提高了工资。尽管存在稠密市场效应，一般均衡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只在一国内的经济活动的集中化。



是说，和新古典经济不相同，这里一方所使用的劳动投入的增加不会降低它的相对要素报酬，

另外国家之间的定制技术的同等改进对投入品供应商的数目没有影响。但是倾向南半球国家

的定制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南半球国家零部件供应商的进入，降低了它们在北半球国家的进

入，并且使外包从北转向南。而且，这样的技术改进提高了南半球国家的相对工资和相对收

入而言的贸易量。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计算机辅助制造和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降低了定制成本。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这种分析告诉我们单纯依靠技术改进无法解释已观察到外包模式和贸易扩张模

式，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南半球国家里技术改进对降低定制成本特别有效。

为探讨不同程度契约不完全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2005)在定制方面扩展了

模型。他们不再假设定制投资是不可订立契约的，而是假设定制投资的一定比例可以订立契

约，同时假设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和他的潜在购买者协商一份投资契约，详细定明投资可立契

约的部分的预先付款额。因此，之前不会进行定制（在不可订立契约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却

进行定制的一个距离d的范围得以存在，可立契约投资的部分越大，这个范围也越大。因此

订立契约扩大了现行的匹配数。

以下面临着这么一个权衡：就像Grossman 和 Helpman (2002)所提出的，一个一体化

企业在生产中间产品上有成本优势，因此，如果一个专门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每单位中间投

入品只需一单位劳动，一个最终产品生产商生产每单位中间投入品则需要 1/1  单位的劳

动，其中对所有企业共同的。但是，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定制上有成本优势，他的定制成本

为零而一个专门的零部件供应商需要承担和他与最终产品生产商之间在技术空间上的距离

成比例的定制成本wvd。因此，一个选择一体化的最终产品生产商获得利润 V ，我们可用

之前的方法计算出来。

图9：取决于于投入品供应商的技术距离的一体化或者外包的选择

一个选择外包的最终产品生产商寻找技术空间上和他最近的零部件供应商，并且和他

协商一份投资契约（在定制阶段后协商议一份订购契约）。使得这样的交易关系可行的最大

距离d取决于契约不完全性的程度：定制投资的可立契约部分越大，距离也越大。因此，一

个外包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润取决于他与最近的零部件生产商的距离 )(dN 。

图9刻画了作为距离d的函数的利润 V 和 )(dN 。自然， V 是水平的，因为它不取

决于距离。但是， )(dN 是水平的直到 sd 处，在 sd 处垂直降落后就逐渐下降，这里 sd 被

定义为在没有投资契约情况下，有动力生产定制投入品的供应商的最大距离。水平部分是因

为直到距离 sd ，供应商从订购契约获得的盈利超过定制成本，该盈利和距离无关。这时没



有投资契约被签订但是零部件供应商还是做出定制投资
79
。然而，只要稍微高出 sd ，定制成

本就超过供应商从订购契约中所获盈利，此时除非签订一份投资契约否则零部件供应商不会

做出定制投资，而且均衡投资契约将定制成本平等地分配给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和生产商。

双方的距离越大，最终产品生产商承担的定制成本也就越大，因此利润也就越少。

在这些情况下,存在一个关键距离 0d 满足 VN d  )( 0 ,使得所有的 0dd  的最终产

品生产商更愿意外包,而所有的 0dd  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更愿意一体化[如果 0)(  dN 他

们更愿意退出]。因为在进入之前d是任意的，我们可以利用圆周上的均匀分布和中间投入品

生产商的数目计算出进入该行业的某个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期望利润。最终产品生产商将持续

进入直到这些期望利润扣除进入成本后等于零。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中间产品生产商的自

由进入条件。

Grossman 和 Helpman (2003)发现在更大的市场上外包更为盛行，并且稠密市场效应与

市场规模和外包企业的比重及他们的市场份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关。他们还发现南半球国

家有更完全的契约制，这使得定制成本的更大比例是可立契约的，从而增长了外包的盛行。

分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外包的权衡、以及外包还是一体化的权衡，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

见识,但是它只给出了组织选择的一个局部视角。一个完整的分析要求我们同时允许企业可

以在每个国家中或者外包或者一体化，因此容许分离决策和全球决策的相互作用。这种情况

并不存在于分析本节讨论的模型，除非是在3.3节讨论的模型中。

3.5 李嘉图比较优势

国家之间司法系统差异和体制差异决定了契约的执行、以及进而契约的不完全程度，它

们潜在地影响了国家间的比较成本模式。当部门间的契约依赖型投入品的相对要求不同时，

跨部门的在生产率水平上的差异反映出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可以是国家间的制度差异的结果。

这是因为相对较少需要契约依赖型投入品的部门而言，制度对较多需要契约依赖型投入品的

部门的影响相对更大。

Nunn (2005)提供了关于契约不完全程度对国际贸易流的影响的一份详尽的实证分析
80
。

他使用法规测量标准作为契约不完全性程度的代表，该测量标准是测量司法有效性、可预测

的和契约执行力等多个变量的加权平均数
81
。他发现当一个变量被另一个更加客观的法庭验

证的测量变量代替时，结果并不发生太大变化
82
。为计算出每个最终产品部门的契约依赖指

数，Nunn使用了美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每种最终产品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比例，并且他

把中间产品分为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进行贸易的、有参考价格的、以及二者都没有的三种类

型
83
。他认为既不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贸易又没有参考价格的中间投入品的比例越大，或者

另一种情况,只是不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贸易但有参考价格的中间投入品所占比重越大，该

79
令 SP 为供应商从订货合同中的获利，对所有的 d也一样。那么在 Sd 处在该获利刚好等于定制成本

Swvd ，即 SS Pwvd  。
80
在 Nunn (2005)之前，Levchenko (2004)作了相关的论证。然而，我更关注 Nunn (2005)因为他提供了更

深刻的实证分析。Levchenko 和 Nunn 都建立了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引导他们的实证工作。
81
这些变量是根据主观感觉估测的，参见 Kaufmann, Kraay 和 Mastruzzi (2003)。

82
这些客观测度来自 Djankov,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和 Shleifer (2003)，对于较小的国家样本

来说它们是可获得的。
83
把投入品分类为那些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进行贸易的，有参见价格的，以及二者都没有的分类方法来自

Rauch (1999)。



最终产品就更依赖契约。主要的实证发现/结论是：司法系统更完全的国家，相对出口契约

依赖投入品相对密集型的部门的产品。这个发现足以控制贸易流量的其他决定因素、所估计

方程的不同规格、以及不同的估计方法。而且，司法系统的效率不仅仅对贸易流有重大的静

态影响，它还有其他重大的经济影响。特别是，由beta系数测量的它的影响和人力资本结合

实物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具有相似的强度。换句话说，契约制度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Acemoglu, Antràs 和 Helpman (2006)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李嘉图比较优

势产生于契约不完全性和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审慎的技术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

里，一个最终产品生产商可以选择如何分解生产程序，以便获得许多或者极少中间投入品。

每种中间投入品都必须通过契约获得。投入品供应商既可以是公司的一个工人也可以是一个

外来供应商，为了生产出投入品，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一部分是可订立契

约的，而其他部分则不可以。不可立约的活动的比例提供了契约不完全性的一个测量标准。

一方面，获得更尖端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包含更多的中间投入品——需要的成本更

大，它们可能需要获利更多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更尖端的技术的生产率也更高。权衡这

两方面，一个最终产品生产商做出最优技术选择，这个选择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契约不完全程

度。Acemoglu, Antràs and Helpman (2006)发现更有效的契约制度导致对更尖端技术的选

择，而且在中间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较小的部门内，契约制度对技术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大，因

为契约制度更有效率的国家的中间品替代弹性较小的部门具有相对的生产率优势，从而具有

比较优势。

Costinot (2005)建立了一个不同的模型。在他的模型里，契约制度与技术特征相互作

用创造出李嘉图比较优势。每个行业以一个必须进行的任务集为特征，这些任务集是外生的。

行业按照由他们的任务集内任务的数目来测量的技术复杂度进行排序。一个工人为了掌握一

门特定的任务，必须花费固定的时间量。因此，在任务的履行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但是工

人可以偷懒并且不履行他的任务。在此情况下，没有产品被生产出来，因为每个任务都是基

本的。契约不完全程度由外生的、且工人之间互相独立的工人退出可能性来测量。

当一组工人生产产品时，分配给每个工人相同数目的任务是有效率的。给定工人组的大

小，我们就有可能计算出每个工人的期望产出。所得到的最优工人组大小，把每工人的产出

最低洼化了，并且行业越复杂、最优工人组越大、司法系统越有效的国家契约被执行的可能

性越大，其最优工人组也越大。在一个竞争经济中，更好的制度会更高比例地提高更复杂的

行业中每个工人的产出。

4. 总结性评论

世界经济的新发展呼唤着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这些理论使我们得以

更好地理解贸易和投资模式的转变以及跨国间生产的重新组织。虽然传统的贸易理论对这些

难题中的某些部分提供了很多解释，例如生产的国际分割等，但是理论必须要一般化以便对

经验数据上的趋势能提供更好的理解。由于组织上的变化是世界经济转换中的一个主要因

素，因此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对贸易型企业从事对外经济活动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建立

模型。因此，理论上的修正集中在研究单个企业，根据企业自身的特征、企业所处的行业性

质、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所能带来的机遇，做出选择。在这些选择中重要的是为外国市场服

务的模式和分包战略。

本文不光讨论了单个企业，还研究了企业行为对行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行

业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对不论在行业内部还是在行业之间的贸易结构和FDI模式提

出了新的解释。比如，它们指出：比较优势新的来源，在于行业内的异质性程度和契约制度

的不同特性等。



在本文中，异质性在两个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首先，由于某些企业碰巧比其他企业

更为幸运，行业内企业之间由于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了异质性的存在；第二，在组织形式上存

在着异质性。但是，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因为生产率的差异会导致对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形

式的不同选择。在这个理论中，贸易和FDI模式与组织的结构是被共同决定的,例如分包和一

体化战略。

这些模型中的某些结论已经被实证检验过。比如将企业的模式分为出口和外国直接投

资。其他一些结论还未被检验。这些结论包括把企业分类为国内外包和国内一体化,国外外

包和国外一体化,。对这种分类，我们即便有了可以利用的数据集，还是无法对其进行检验。

更为一般的情况是,有些假设要求获得详细的在企业水平上的数据,这些数据是针对不同类

型产品贸易的，比如关于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以及贸易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还是“保持距

离型”贸易等，这些假设还不能被检验。这些理论模型告诉我们, 为了推进实证分析，我们

还需要搜集更多的数据。由于这个领域依然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我们将会看到更多

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和实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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